方立天：我的治学之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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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方立天　浙江永康人，1933年生。195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、宗教学系一级教授，中国人民大 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、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。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。主要从事中国佛教、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法藏》、《佛教哲学》、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》（上、下册）、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（上、下卷）和《方立天文集》（六卷本）等。

　　我是怎样踏上学术研究之路的？经过了怎样的历程？我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为何？漫长的学术生涯历练，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启迪，进而在自己生命安顿方面又有什么体悟？方方面面，令我追忆，令我反思。  

学术研究的主要历程 

　　从1962年至今，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阶段： 

　　（一）起步（1962—1965）。佛教内涵丰富，如何选择恰当的切入点进行研究?经过反复思考，我觉得先从佛教人物个案研究入手比较合适，于是决定开展魏晋南北朝佛教代表人物的系列研究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，我在《新建设》、《哲学研究》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研究道安、慧远、僧肇的论文四篇和书评两篇，其中《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》还被美国译成英文，刊载于该国的《中国的哲学研究》。 

　　但是，好景不长，随后的十年“文革”，我的学术研究不得不停顿了。 

　　（二）拓展（1978—1987）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重操旧业，继续进行佛教人物的个案研究，又陆续撰写出一些论文。中华书局嘱我将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《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》（1982）。后又撰写《慧远及其佛学思想》。我的佛教人物个案研究是与中国佛教典籍研究紧密结合的。这期间我与几位师友合作，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、标点，由中华书局出版四卷本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。我个人也撰成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》一书。此外，我还应中华书局之约，在为高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授课讲稿的基础上，撰写出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》，后于1990年出版。在该书中，我充实了若干佛、道两教的哲学思想内容。 

　　（三）专攻（1988－2002）。自完成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》书稿以后，我就开始集中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。研究这个课题是我学术研究的最大兴趣、最大愿望和最大追求。我大约花了15年时间，发表约百篇相关研究论文，最后撰写成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一书。此书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，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，以哲学问题、理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，来梳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思想，勾勒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结构，阐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及印度佛教哲学的基本特点，凸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独具异彩。 

　　在完成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以后，我采取适应工作和课题的需要，结合参加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关注现实问题来开展学术研究。在研究领域方面，除继续研究佛教外，还拓展了两个领域，一是探讨宗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，二是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。 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

　　回顾以往学术研究的历程，就佛教研究来说，我的治学态度主要是秉持“中国本位”和“心性体会”两条原则；在治学方法上，是运用以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法。 

　　所谓“中国本位”的态度，是基于中国人对待外来佛教的根本立场而形成的特定的治学原则。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即先入之见去理解佛教的，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，是以中国儒、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。中国人这种对待外来佛教的文化立场，决定了我观察、探究佛教的视角和态度，认为外来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环境，才能在中国流传发展、开花结果，也就是外来佛教一定要与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实际相结合、相适应，接受中国环境的影响和改造，才能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和作用。 

　　佛教作为宗教文化，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讲的，同时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。作为宗教，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；作为哲学，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。因此，对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，必须具有“同情的默应”；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，应该具有“心性的体会”。这一点构成我研究佛教的又一重要原则。 

　　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，我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，但主要是采用哲学问题研究法，即是以哲学问题为纲来叙述哲学重要问题的源流演变。此法能够比较清晰地阐明哲学问题的形成、争论、演变和解决的历史过程，比较容易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。 

　　如何进行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研究？我根据自己的实践，总结为八条：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，筛选、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，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；运用现代语言，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、范畴；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；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；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；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；进行比较研究，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；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。这八条是我的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总结。  

学术生涯与人生追求 

　　长期从事人文学科学术研究，对我个人的安身立命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思想使我受用终身：使日常生活富有人文精神，使生命质量有了提高，使人生追求更有意义。 

　　（一）立志求真。为了实现研究学术、追求真理的志向，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“立身有道，学有专长”，即为人要正直真诚，志美行厉，而学有专长则可以对人民作出切实的贡献。求真为了创新，就要立论立说，而从事人文学科学术研究，关乎人的精神家园建设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。从而也有助于自己把做学问和做人统一起来，有助于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。 

　　（二）不争而争。这是我为人和治学的基本态度。“不争”是淡看名利，淡泊纷争，追求平淡，保持平和，甘于寂寞，安于无闻。“不争”要求拒绝急功近利，拒绝浮躁，拒绝空泛，拒绝草率，拒绝低质。“不争”要求心无旁骛，静心专一，有时几乎要求达到一种犹如老僧入定的物我两忘的境地。“不争而争”，有所“不争”才能有所“争”，“不争”是为了更好的“争”。长期来，我选择在图书馆备课、研究、写作，几乎放弃周末和节假日的休息。我的“不争而争”的人生价值取向，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。 

　　（三）哲学思辨与资料积累。这是我学术研究的两个着力点，两大基石。具有哲学思辨能力，就有了指导观点和分析方法，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出本质，并避免陷入罗列材料的繁琐主义。资料积累是治学的重中之重，言必有据是实事求是研究学问的前提和基础。在积累资料方面，反复精读、读通几部经典之作，并对原著进行标点、校释和今译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资料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只有坚持不懈，才能厚积薄发。 

　　（四）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。中国古典哲学十分重视知识分子人格的培养和坚持。漫长的学术生涯使我体悟到，作为一个学者，坚持独立思考，既是治学的生命，也是人格的体现。学者的生命在于治学，治学重在学术创新，而学术创新又离不开独立思考，离不开自由思想，离不开独立人格精神。我每当独立自由思考，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时，就会有新的创获，新的见解；而每当画地为牢，作茧自缚，就会给自己带来窒息思考、桎梏思维的困境。这是深刻的经验教训，值得总结。 

　　“一生不争，福报自来”，这是2005年10月25日新加坡《联合晚报》评介我的八字标题，使我思索良久，难以忘怀。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人文学者，我当感恩国家的培养，今后我将继续为祖国的学术繁荣贡献绵薄之力。

